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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當前低生育率的社會背景下，在面臨生育系統疾病時育齡女性

就醫迴避的現象愈加受到關注。與此同時，虛假健康信息的廣泛傳播

對育齡女性的就醫防護行為帶來了新的挑戰。研究通過對農村和城鎮

地區育齡女性的問卷調查發現，生育健康虛假信息的接觸顯著助長了

育齡女性對生殖、生育系統疾病的公眾污名感知，從而觸發了就醫迴

避。儘管虛假健康信息並未直接作用於育齡女性在生育健康管理方面

的自我效能感，卻通過強化公眾污名感知，間接削弱了該群體的自我

效能感，進一步妨礙了育齡女性的尋醫問診。此外，「新聞找到我」感

知在虛假信息接觸與公眾污名感知之間發揮了顯著的調節作用，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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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虛假健康信息的負面影響。研究結論有助於理解在虛假信息的環境

下，育齡女性就醫迴避行為的形成機理與邊界條件，並為制定生育健

康政策和宣導健康行為提供了實際的參考。

關鍵詞：虛假信息、公眾污名、自我效能、就醫迴避、「新聞找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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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declining fertility rates have increasingly drawn 

scholarly attention to the phenomenon of doctor avoidance among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who face reproductive system diseases. Simultaneously, the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of health misinformation poses new challenges to the 

doctor-seeking behaviors of these women. Based on an online survey of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in both rural and urban areas, this study found that 

reproductive health misinformation exposure significantly heightened the 

perception of public stigma associated with reproductive system diseases among 

participants, which in turn led to doctor avoidance. Although reproductive health 

misinformation did not directly impact participants’ perceived self-efficac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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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ing their reproductive health, it indirectly undermined their self-efficacy 

by reinforcing the perception of public stigma, thereby further hindering their 

doctor-seeking behavior. Additionally, the “news-finds-me” perception significantl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sinformation exposure and the perception 

of public stigma, exacerbating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reproductive misinformat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not only elucidate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s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of doctor avoidance among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in 

the context of misinformation but also provid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improving reproductive health among Chinese women.

Keywords: misinformation, public stigma, self-efficacy, doctor avoidance, 

“news-finds-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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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於疾病背後

引言

人們對疾病的認知以及就醫傾向不僅受疾病本身的生物學特性所

影響，更與其背後隱含的社會文化密切相關（程瑜、黃韻詩，2014）。

大眾的普遍觀念中，生育系統疾病的發生與性行為緊密相連，而性行

為相關的健康問題常被賦予特定的道德色彩（費俠莉，2006）。統計顯

示，高達42.5%的育齡女性在遭遇生育系統疾病時選擇沉默、忍耐甚 

至拒絕就醫，有病就醫比例不足六成（復旦大學健康傳播研究所，
2022）。世界衛生組織的相關數據進一步警示：在中國大陸，約有40%

的女性遭受不同程度的生殖道感染等婦科疾病，已婚婦女的患病率更

高達70%，這代表著約三億的中國女性面臨著生殖系統疾病帶來的挑

戰（吳斯旻，2024）。長期生殖道感染不僅威脅女性的生育能力，還會

顯著增加她們的患癌風險。然而，社會公眾對於生殖、生育系統疾病

的認知普遍不足，甚至存在錯誤觀念和誤解（Liu & Zou, 2024; Zhang et 

al., 2024），導致就醫延誤、卵巢功能障礙、不孕不育率上升、不良妊

娠等問題仍然明顯（Qiao et al., 2021）。面對這種嚴峻形勢，提升育齡

女性的生育健康素養、促進及時就醫行為至關重要。

與此同時，社交媒體的開放性與互動性為廣泛流傳虛假健康信息

創造了有利條件，也給促進生育健康帶來了一系列的新挑戰。現有研

究多關注女性生育健康現狀和相關公衛政策的實踐（樓超華、趙雙玲、

高爾生，2001），較少從傳播學視角考察生育健康領域中的虛假信息傳

播，及其對中國育齡女性生育健康觀念與行為的影響，相關實證研究

亦幾近闕如。針對育齡女性生育系統疾病就診量低的就醫迴避現象，

學術界也缺乏學理層面的深入探討，亟待進一步實證探究。更為重要

的是，生育健康話題的文化根源性及其衍生觀念，究竟通過何種機制

影響育齡女性的就醫抉擇，目前尚不明確。

在新時代低生育率的進程中，深入研究影響中國育齡女性就醫抉

擇的形成機制，並探索提升其生育健康水準的有效途徑，對於應對新

時代的人口挑戰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本文在充分考量中國本土文化

背景的基礎上，聚焦生育健康虛假信息的接觸，探析其對育齡女性所

帶來的一系列觀念行為後果及其潛在作用機理。本研究旨在深化對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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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健康信息如何驅動或阻退公眾健康行為之作用機制的理解，並為虛

假信息語境下的生育支持政策與健康教育宣導提供實踐參考，以期提

升育齡女性的健康福祉。

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疾病污名化與公眾污名

生育健康（reproductive health），這一概念於1988年由世界衛生組織

首次提出，其深遠含義遠超無病無弱的層面（徐毅，1996）。它涵蓋了

身體、精神和社會各方面的健康狀態，不僅涉及生殖系統疾病（如婦科

疾病和性傳播疾病）的防治，還包括孕產健康、生育能力和權利等多個

維度（蕭揚，1995；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4）。中國女性群體的

生育健康問題不僅受限於生理層面的挑戰，更深植於中國社會的複雜文

化情境之中（Yang et al., 2007）。在《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一書中，桑塔格（Susan Sontag）通過分析肺結核和癌症在文學和公共話

語中的建構，批判性地揭示了生理疾病如何被賦予道德評判的隱喻性意

義。她指出，患者不僅要承受身體上的病痛與折磨，還必須面對疾病所

隱含的道德意涵和社會污名（桑塔格，2003）。她對疾病隱喻的深刻洞

察，對於理解育齡女性在生育健康方面的挑戰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在

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中，生育常被視為女性的天職，生育健康則被建構為

一個充滿道德審判的議題（李蓉，2007）。社會文化結構中的性別角色

和社會期望使得某些生育健康問題（如性傳播疾病、不孕不育等），常常

被貼上諸如「性行為不檢」、「道德敗壞」等負面標籤，進而引發污名化

問題（程瑜、黃韻詩，2014）。污名化是一個貼標籤的過程。當某一類

個體擁有某些特徵或屬性時（包括疾病），社會其他成員會給他們貼上負

面標籤（如「性行為不檢」），這些負面標籤逐漸取代疾病本身，成為該

群體的符號，形成污名。被污名化的個體會遭受來自社會公眾排他的負

面偏見和歧視，從而導致社會地位下降乃至被邊緣化（陶鵬，2014）。

關於污名化的系統研究始於戈夫曼（Erving Goffman），他提出污名

是一種身份抹黑或身份損害（spoiled identity），致使受污者遭受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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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Goffman, 2009）。現有研究探討了不同類型的污名，包含身體污

名、社會污名、道德污名等（Ashforth & Kreiner, 2014）。普賴爾（John 

B. Pryor）和里德（Glenn D. Reeder）根據污名的主體，提出污名概念模

型，將污名分為公眾污名、自我污名、連帶污名和結構性污名（陳克

院、劉暢，2023；Pryor & Reeder, 2011）。公眾污名是指社會公眾對特

定群體或個體的污名化，被認為是其他三種污名表現形式的核心，且

能夠影響其他三種污名的形成（Pryor & Reeder, 2011)。鑒於此，本文

重點關注公眾污名及其後效影響。集體主義文化背景下，大眾對家庭

和血緣關係高度重視，因而對女性的生育角色有著特定的社會建構與

期待。當女性面臨生殖系統疾病或生育條件受限時，她們可能會遭遇

來自社會公眾「不自愛」、「不潔」、「污穢」的污名化標籤（李蓉，2007；

程瑜、黃韻詩，2014），導致疾病內涵的異化，致使受污個體自尊受

損，產生兩性衝突、生育率下降等社會問題。因此，探究公眾污名對

育齡女性心理和行為層面的影響至關重要。

隨著對污名化概念的逐漸細化，海內外學者也愈加關注污名化的

惡劣影響（周敏、趙秀麗、郅慧，2023；Williams et al., 2023）。林克

（Bruce G. Link）等學者（Link et al.,1989）在標籤理論（labeling theory）

的基礎上提出修正標籤理論（modified labeling theory），指出污名化和

負面刻板印象雖未必直接誘發疾病，但會通過標籤化過程引發其他負

面後果，如破壞社會聯結、削弱個體自尊與自信，進而強化個體的疾

病脆弱性。修正標籤理論強調污名化的形成與社會觀念緊密相連，認

為個體通過社會化過程（如媒體接觸、社會互動）習得對特定群體的負

面認知，即「社會化過程塑造污名認知」。受污者對污名化的應對傾向

取決於受污個體對污名標籤的內化程度和自我反應，進而對心理資源

與行為產生負面影響。雖然該理論主要從社會觀念視角探究公眾污名

的形成與影響，但其對於公眾污名社會化習得成因的洞見，以及公眾

污名通過影響個體的自我觀念等社會心理機制，從而產生負面後果的

論述，為本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撐。

具體而言，生育健康虛假信息常包含未經驗證的錯誤信息、偽科

學內容以及對特定疾病（如性傳播疾病）或醫療行為（如流產）的道德化

描述（Dong et al., 2024; John et al., 2025）。一方面，生育健康虛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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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通過「科學事實扭曲」服務於疾病污名化過程。例如，本研究測量的

條目（如「服用避孕藥可以有效阻止性傳播疾病」、「只要沒有性接觸行

為，就不會感染性傳播疾病」）或可通過散佈錯誤防護知識，建構「性病

感染即行為過失」的認知框架，而非客觀風險，從而強化「感染者即不

負責任」的污名標籤。諸如此類的虛假信息將感染風險與不當性行為綁

定，將生育系統疾病轉化為「性道德缺陷」的象徵，這與修正標籤理論

中社會將疾病視為個人過失的歸因機制一致。 

另一方面，生育健康虛假信息常隱含對特定疾病（如性傳播疾病）

的道德化描述，這些敘述通過語言符號將疾病與特定群體身份綁定，

進一步強化社會對特定群體的負面刻板印象。例如，將愛滋病毒（HIV）

或人類乳突病毒（HPV）感染與「性活躍女性」關聯，污名化為「不貞

潔」，從而將醫學問題轉化為身份污名（Liu & Zou, 2024; Zhang & Zou, 

2025）。這種綁定與修正標籤理論中「貶低－歧視感知」（devaluation-

discrimination）的生成邏輯相符：社會通過標籤將群體標記為「異常」，

進而合理化排斥行為。如前所述，修正標籤理論（Link et al., 1989）的

核心在於解釋社會污名如何通過標籤化過程引發的社會心理機制影響

個體後果，而非簡單地將標籤視為疾病的直接誘因，為本研究提供了

「污名形成－心理效應－後果」的連貫邏輯鏈條。因此，本文借鑑修正

標籤理論，從生育健康虛假信息傳播視角探析該傳播現象對生育系統

疾病公眾污名感知的影響，及其所引發的一系列觀念行為後果。

虛假信息接觸與公眾污名感知

社交媒體平台的基礎設施化為虛假信息的飛速傳播提供了肥沃的

土壤。海內外學者均對虛假信息做了內涵界定，認為不考慮傳播者的

主觀意圖，凡存在不真實的內容皆屬虛假信息（劉海龍、于瀛，2021; 

Vraga & Bode, 2020）。生育健康虛假信息特指在生育健康領域傳播的

不實信息，這些信息往往缺乏科學依據，誤導公眾對生育健康議題的

理解。常見的生育健康虛假信息話題包括受孕與避孕方法（如錯誤地宣

稱某些避孕方法的有效性或安全性）、性傳播疾病感染（如對性傳播疾

病感染途徑和預防措施的曲解）、月經週期的生理機制，以及生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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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的流行病學特徵等，如乳腺癌、宮頸癌的風險因素（Dong et al., 

2024）。諸如「只要沒有性接觸行為，就不會感染性傳播疾病」，「在月

經週期安全期內，不使用避孕套也不會懷孕」等生育健康虛假信息常被

廣泛傳播。長期接觸這些虛假信息會誤導公眾形成錯誤認知，繼而導

致不當的行為決策。趙芮等學者（2019）發現，在受訪的青年群體中，

超過半數僅知曉一至兩種常見的性傳播疾病（如梅毒、愛滋病毒等），

近三分之一的受訪者持有對愛滋病毒感染者應實施隔離的錯誤認知。

在對患有生殖道感染的女性的態度方面，存在將其與「不潔」及「污穢」

行為聯繫的固有傾向，更有甚者，將這類女性視為威脅男性群體乃至社

會安全的風險來源（程瑜、黃韻詩，2014）。頻繁接觸帶有偏見的虛假

信息不僅會通過確認偏差機制（confirmation bias）加深這些誤解，還會

阻礙公眾習得事實性知識，誤導人們對生育系統疾病產生刻板印象，強

化公眾污名（Dong et al., 2024; Meppelink et al., 2019）。傳播學經典的涵

化理論（cultivation theory）進一步證明了這觀點，認為長期接觸媒體呈

現的信息會塑造個人對現實的看法，培育個體的認知與觀念，使得他們

更容易接受和相信負面刻板印象（Gerbner & Gross, 2017）。海內外文獻

也一致表明，有關精神疾病和愛滋病的臉譜化媒介呈現和不實信息接觸

顯著加劇了公眾對疾病患者的社會歧視和排斥，強化了受污群體的公眾

污名感知（胡雨濛，2016；Sallabank et al., 2022）。因此，基於上述理論

推斷與實證依據，本文提出第一個假設：

假設1：生育健康虛假信息接觸與公眾污名感知呈正相關。

虛假信息接觸、公眾污名感知與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是指個體對自己能夠控制、管理和完成某項任務所具備

的信心（Bandura, 1977）。本文中的自我效能感指的是個體相信自己 

有能力維護和管理自己的生育健康。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強調，社會化過程中的信息環境會直接影響個體效能信念的形

成（Bandura, 1977; 1986）。基於該理論，Gist與Mitchell（1992）進一步

指出，自我效能感會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如情境的複雜性與干擾項

（如信息噪音），以及說服信息的可信度與專業性。同樣地，健康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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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的實證研究發現，當人們獲得可信的疾病防護信息，並確信應對

措施（如疫苗接種）能夠有效抵禦疾病威脅時，其應對威脅的信心與掌

控感會顯著增強（Camerini et al., 2019; Chen et al., 2024）；反之，若無

法辨別健康信息真偽，接觸魚龍混雜的信息會成為心理壓力源，不僅

會削弱個體採取健康行為的認知信心，還會降低其對行為有效性的信

任（Tam et al., 2023）。同理，生育健康虛假信息所宣稱的內容通常與公

衛健康宣教的科學理念相悖，頻繁接觸相互矛盾或令人困惑的信息會

造成公眾混淆基本事實、誤判真實風險（Dong et al., 2024; Patev & 

Hood, 2021），削弱其有效管理自身生育健康的信心，導致自我效能感

降低。此外，生育健康虛假信息會誘導人們基於錯誤理念做出不當行

為決策（Zhang et al., 2024），削弱掌握性經驗（mastery experience）這一

自我效能形成的核心來源（Bandura, 1982）。與此同時，當人們感到自

己難以在良莠不齊的信息洪流中甄別真偽，或認為虛假信息的泛濫超

出了個人能力控制範圍時，其在疾病管理中的積極性和自主性會受到

負面影響（Hasell & Halversen, 2024; Wu & Pei, 2022），降低自我效能。

基於上述實證依據，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生育健康虛假信息接觸與自我效能呈負相關。

自我效能感的侵蝕不僅源於虛假健康信息的頻繁接觸，還與該信

息傳播所引發的公眾污名密切相關。既有實證研究表明，污名化會對

個體心理福祉帶來多維度的負面影響，包括降低受污者的自尊與自

信、增加焦慮水準、導致認知功能減退等。在這些負面效應中，自我

效能感的降低是一個尤為顯著的後果（Hamidi et al., 2023）。Livingston

和Boyd（2010）在其元分析研究中，綜合評估了45項關於污名感知的實

證研究，結果一致地揭示了污名感知對個體自我效能感的削弱作用。

該研究進一步表明，污名感知通過削弱個體的自我效能感，降低了他

們在面對挑戰和逆境時的心理適應能力與實現特定目標的信念。在生

育健康語境下，既有實證研究發現，長期接觸錯誤信息會導致罹患宮

頸癌的女性將疾病歸因於巫術、神罰或口服避孕藥等因素，而這一誤

解強化了患病女性對該疾病的污名感知，誘發了她們面臨疾病時的脆

弱與無助，最終因沒有信心戰勝病魔而放棄治療（Chirwa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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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s et al., 2023）。這一研究結論，指向了污名感知在橋接虛假信

息接觸和自我效能之間的關鍵作用。因此，基於既有文獻，本文認為

在生育健康語境下，頻繁的虛假信息接觸會增強公眾污名感知，進而

減弱人們的自我效能感，即公眾污名感知在虛假信息接觸與自我效能

之間發揮中介效應：

假設3： 公眾污名感知在生育健康虛假信息接觸和自我效能之間起

中介作用。

公眾污名感知、自我效能與就醫迴避 

鑒於公眾污名可引發的社會排斥和歧視，本文提出，公眾污名會

降低受污者進行疾病治療的意願或行為，即就醫迴避。就醫迴避指個

體應該就醫，卻推遲或不就醫的現象，它會導致個體健康情況惡 

化，重症病例和死亡率上升，進而加劇公共衛生系統的負擔（Byrne, 

2008）。中國大陸預計有三億婦女患有生殖道感染等生殖健康系統疾

病，但總體就診意願低、就診量不足（吳斯旻，2024），其中公眾污名

可能是阻礙女性及時就診的主要原因。具體而言，患有生育系統疾病

的個體可能會擔心暴露病情後被迫遭受負面評價和不公正的對待，為

了規避這種外部壓力和被排斥的可能，一些女性選擇隱瞞自己的疾病

狀況，延遲或拒絕尋求必要的醫療援助。公眾污名還可能對醫療工作

者的判斷和行為產生負面影響，導致患者在就診或治療過程中感受到

自主性冒犯和不尊重的對待，進一步加劇就醫迴避傾向（陳克院、劉

暢，2023）。Cunningham（2002）的研究發現污名感知會降低個體與醫

生交流有關性傳播疾病的意願，也就是說人們越擔心外部的負面評

價，越不可能向醫生或護士尋求幫助。同時，被污名化的女性可能會

內化這些負面標籤，認為患病是自己的錯誤或恥辱，引發羞愧和自

責，從而不斷強化自己的病恥感和對疾病的恐懼，導致她們不敢正視

或不願意接受必要的治療。事實上，程瑜與黃韻詩（2014）的研究發

現，婦科病在當地侗寨婦女眼中，並不僅僅是一種身體疾病，而是一

種「道德的污點」。因此，患有婦科病的侗寨婦女為避免「污名」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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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選擇否認、忽視與極力隱瞞，直至無法忍受時才傾向選擇與當地

的性禁忌文化更加匹配的巫醫，而非尋求專業醫生的診療。基於上述

文獻以及上文提出的關於生育健康虛假信息接觸與公眾污名感知之間

的正相關關係（假設1），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4： 公眾污名感知在生育健康虛假信息接觸和就醫迴避之間起

中介作用。

自我效能在健康行為促進和疾病管理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高自我效能感通常與積極的健康行為和良好的健康結果相關。當人們

相信自己能夠成功應對健康問題時，他們會更加積極地參與醫療行

為，例如尋醫問診和定期體檢等（Tomczyk et al., 2020）。對於育齡女性

來說，自我效能感可以作為一種心理資源來應對社會對生育健康問題

的污名化，使她們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生育健康方面遇到的挑戰，進

而促使女性更有動力去尋求專業幫助，而不是迴避就醫。在治療過程

中，自我效能感高的女性也能更好地抵禦社會偏見帶來的壓力和負面

影響，積極遵循醫療建議、完成治療程序。班杜拉（Albert Bandura, 

2001）的自我效能理論進一步論證了自我效能的積極作用，他認為增強

個體的自我效能感，不僅能夠激勵行為改變，還能幫助人們有效應對

各種挑戰。因此，提高自我效能感有望促使育齡女性積極自主的就醫

抉擇，減少因污名而迴避就醫的傾向。綜上所述，本文認為自我效能

既受到生育健康虛假信息的負面影響（假設2），又會對就醫迴避產生直

接作用，即生育健康虛假信息通過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對就醫迴避

產生負面影響，並由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5： 自我效能在虛假生育健康信息接觸和就醫迴避之間起中介

作用。

「新聞找到我」的調節作用 

社交媒體平台的高交互性和高選擇性媒體環境，使得人們逐漸從

主動搜索新聞資訊轉向相對被動地等待平台推送的信息獲取模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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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形成了「新聞找到我」（news-finds-me）感知。「新聞找到我」感知指個

體相信自己無須積極尋找新聞信息就能通過同伴和日常媒體使用保持

消息靈通（Gil de Zúñiga et al., 2017）。Song等學者（2020）進一步細化

了「新聞找到我」感知，並提出該概念包含三個核心維度，即認知維度

（知情的；being informed）、動機維度（不尋求；not seeking）和工具維

度（同伴依賴；peer reliance）。具體而言，認知維度指個人對自己熟知

時事的信心；動機維度指個人不需要積極努力地獲取新聞，強調新聞

接觸的被動性與偶然性；工具維度指個體認為可以依賴其社交網絡來

獲取新聞資訊。根據這一定義，當個體展現出較強的「新聞找到我」感

知時，他們通常會採用快速、輕量級的認知處理策略來消費信息，其

特點是對時間、認知資源和思維投入的低需求（Gil de Zúñiga et al., 

2022）。然而，這種捷思式處理策略在加快信息消費的同時，會一定程

度上減少對信息深度和細節的把握。因此，持有「新聞找到我」感知的

用戶，往往較少對隨機偶遇的信息進行精細化加工或反覆核查，繼而

也更容易受到虛假信息的誤導（Zhang & Jiang, 2024）。大量實證依據表

明，精細且深入的健康信息處理與知識習得和明智的醫療決策呈正相

關，而缺乏深思熟慮的健康信息處理則會削弱公衛宣導的有效性，導

致個體難以充分理解和吸收健康教育信息，最終對他們的健康行為和

決策質量產生負面影響（Jensen, 2011; Zhang et al., 2024）。因此，本文

提出，在面對生育健康虛假信息時，那些持有「新聞找到我」感知的公

眾，由於她們傾向於採取較為消極和被動的信息處理策略，缺乏主動

辨別真偽信息的動機，以及對充斥著真假信息的社交網絡的慣性依

賴，可能會更容易被虛假信息所宣稱的不實聲明、負面描繪和刻板印

象所誤導，進而助長其公眾污名感知、削弱自我效能。然而，鑒於現

有文獻尚未充分探討「新聞找到我」感知在信息接觸與健康觀念行為中

的調節作用，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1： 「新聞找到我」感知是否及如何調節生育健康虛假信息

接觸與公眾污名感知之間的相關性？

研究問題2： 「新聞找到我」感知是否及如何調節生育健康虛假信息

接觸與自我效能之間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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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文的研究假設可整合為如圖一所示的研究模型：

圖一　研究模型

研究方法

數據來源 

本研究通過問卷調查法，對中國大陸育齡女性展開調研，調查時間

為2022年8月14日到8月31日。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對生育期女性的定

義（15至49歲），並結合倫理考量以及中國大陸法定的女性結婚年齡（不

低於20歲），本文將研究對象限定在20至49歲的育齡女性。本研究通

過問卷網的專業樣本服務，採用配額抽樣法收集數據。作為中國應用

頻次較高的專業調查機構（Mei & Brown, 2018），問卷網的抽樣數據庫

涵蓋超過八百三十萬名註冊受訪者，這些受訪者具有不同的人口特徵，

使其具備開展全國範圍抽樣調查的服務能力。具體而言，本研究參照

問卷收集時最新的人口普查數據（國家統計局，2021），按照育齡女性

（20至49歲）的年齡結構（按5歲間隔劃分六個子群組）、城鄉分佈（城市
64%比農村36%）以及教育水平（小學及以下／初中／高中／本科及同等

學力／研究生及以上）這三大典型人口學特徵設置抽樣框架。此外，本

研究藉助問卷網的技術手段，例如網路裝置的位址（IP）檢測和網站追

蹤記錄等，設置了多重質控措施，包括前置篩選（通過地理定位／IP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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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及人口屬性標籤雙重篩選受訪者）、過程監控（如設置注意力檢測題、

邏輯矛盾題及答題時長閾值）以及後期清洗（剔除規律作答、矛盾答案

等）以確保問卷質量。本研究共回收1,143份填答問卷，在剔除答題時

間異常短，連續勾選同一答案，重複 IP等無效問卷後（n = 143），最終

收集到1,000份符合配額要求的問卷，有效樣本率為87.49%。

表一　描述性統計（N = 1,000）

變量 類別 均值 M（標準差 SD）／百分比（%）

年齡      35.08（8.31）

20至24   12.2%

25至29   15.1%

30至34   20.9%

35至39   16.7%

40至44   15.7%

45至49   19.4%

受教育水平      3.76（1.12）

小學及以下    9.3%

初中   39.2%

高中及同等學歷   18.5%

本科及同等學歷   30.1%

碩士研究生及以上    2.9%

家庭年收入（稅前）      3.99（1.53）

< 49,999 元    3.2%

50,000至79,999元   12.8%

80,000至129,999元   25.9%

130,000至189,999元   22.6%

190,000至249,999元   17.7%

250,000至299,999元   11.3%

≥300,000元    6.5%

婚姻狀況 未婚   17.7%

已婚   81.6%

離異     .7%

常住地 城市 64%

農村 36%

總體健康狀况（測量區間：1–7）         5.22 (1.05)

生育健康系統疾病史 有 46%

沒有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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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精確的配額抽樣，本研究樣本的年齡結構和城鄉分佈與人口

普查的配額比重一致（見表一）。在教育水平維度上，小學及以下（觀測

值93；預期值110）、初中（392比406人）群體佔比略低於普查基準，而

高中（觀測值185；預期值181）、大學（301比285人）及研究生（29比
18人）群體比例略高於普查基準。為了檢驗樣本分佈趨勢是否與普查數

據在統計學上具有一致性，我們進一步運用Kolmogorov-Smirnov檢驗 

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樣本與理論分佈（即期望配額分佈）的累積概

率最大偏差值僅為D = .032（p = .107），這表明在教育水平的整體分佈

趨勢上，本研究樣本與2021年中國大陸人口普查公佈的統計數據之間

不存在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

變量測量

本文的變量測量均在借鑑既有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此外，為確保

參與者對問卷問題達成一致的參考語境，本研究在受訪者回答問卷題

項前，在問卷首頁提供了生育健康以及生育健康信息的具體定義，該

定義為：本問卷中生殖生育類健康信息包括但不限於生殖系統疾病、

安全性行為、性傳播疾病防治、不孕不育、婚檢孕檢產檢、孕產婦抑

鬱、備孕與孕產婦保健、輔助生殖技術等話題相關內容，涵蓋身體、

精神和社會等因素的相關信息。信息形式多樣，包括口頭對話、文本

形式、影音圖像形式、互動媒體形式等。

I. 生育健康虛假信息接觸

參照既有研究（Blanc et al., 2016; Mprah et al., 2017; Newman, 

2021）以及在中文媒體平台上廣泛流傳的不實信息，本文共選取13條生

育健康虛假信息，涉及性健康、避孕措施、生殖系統疾病、孕前保健

等生育健康話題（如「只要沒有性接觸行為，就不會感染性傳播疾病」、

「女性才需要做孕檢，男性不需要」等）。虛假生育健康接觸通過詢問參

與者在過去一年中，看到或聽說過每條文本的頻率進行測量（1 = 從

未；7 = 非常頻繁）。該測量的13道題目信度良好（α = .90）。



17

隱於疾病背後

II. 公眾污名感知

通過借鑑Cunningham（2002）對性傳播疾病污名感知的測量，本文

通過3個題項詢問參與者的公眾污名感知（1 =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同

意），包括：（1）如果一個人感染了生殖系統疾病，人們會認為這個人

不乾淨；（2）如果一個人患有生殖生育疾病，人們會對這個人產生負面

的評價；（3）如果一個人患有生殖生育系統疾病，人們會遠離這個人。

公眾污名感知的3道題項呈現了良好的信度（α = .84）。

III. 自我效能

參照成熟量表（Armitage & Conner, 1999），本文通過3道題項測量

育齡女性在管理自身生育健康方面的自我效能（1 =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同意）。具體題項包括：（1）我相信我有能力踐行與生殖生育相關

的健康行為（如安全性行為、合理避孕、預防性傳播疾病等）；（2）如果

完全由我自己決定，我有信心可以確保自己生殖生育的健康。（3）踐行

與生殖和生育相關的健康行為（如安全性行為、合理避孕、預防性傳播

疾病等）以維持生育健康對我來說是容易做到的。自我效能的3道題項

信度良好（α = .71）。 

IV. 「新聞找到我」感知

Song等學者（2020）提出「新聞找到我」感知包括認知維度（知情的，
being informed）、動機維度（不尋求，not seeking）和工具維度（同伴依

賴，peer reliance）三個維度。因此，本文沿用前人量表，通過三道涵蓋

了上述三個維度的題項評估受訪者的「新聞找到我」感知（1 = 非常不同

意；7 = 非常同意）。具體題項包括：（1）即使我沒有主動跟進新聞，也

能保持消息靈通；（2）我不擔心跟不上新聞資訊，因為重要的信息自然

會通過其他管道找到我；（3）我的信息面依賴於社交圈內大家關注和喜

好的信息。信度達到標準（α = .72）。

V. 就醫迴避

沿用既有研究對就醫迴避的常用測量（Persoskie et al., 2014），本文

讓受訪者根據自身情況，對以下有關生育系統疾病就醫迴避的陳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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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評估：「在面臨生育系統疾病時，有些人即使覺得自己應該去看醫

生，也會避免去醫院尋求醫生的幫助。這多大程度上符合對您的描

述？」（1 = 非常不符合；7 = 非常符合）數值越高代表參與者的就醫迴

避程度越高。

VI. 控制變量

既有研究表明，就醫迴避以及虛假信息接觸與就醫迴避之間的關

係受到年齡、受教育程度、生育疾病史等人口統計學變量的影響

（Kannan & Veazie, 2014）。因此，本文將年齡、受教育程度、收入水

準、婚姻狀況、常住地、生育系統疾病史作為控制變量納入模型中，

以避免對假設檢驗的潛在干擾。 

研究結果

為檢驗研究模型和假設，本研究使用R語言中的Lavaan包進行了

結構方程建模（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並採用最大似然估計法

（maximum likelihood of estimation）進行數據分析。 

測量模型

根據兩步法，驗證結構方程模型前，本文先採用驗證性因子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檢驗測量模型。 結果表明：χ2（197）= 

502.21，p < .001，CFI = .96，TLI =. 95，RMSEA = .04， SMRI = .04。

此外，各構念題項的標準化因子載荷量均大於判定值 .50，組合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均大於判定值 .70。在區別效度中，對角線上的

加粗數值是各構面收斂信度的開根號值（即AVE的平方根），均大於該

構面與其他所有變量的相關係數，呈現了較好的區別效度（見表二）。

基於上述信度、效度檢驗，本文的測量模型擬合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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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各變量相關係數和區別效度

均值M

（標準差 SD）
虛假信息

接觸

公眾污名

感知
自我效能

「新聞找到我」

感知

虛假信息接觸   3.78 (1.10) .64

公眾污名感知   4.14 (1.35)    .23*** .79

自我效能 5.45 (.85)  .07*  −.09** .67

「新聞找到我」感知   4.72 (1.04)    .18***    .16***    .20*** .69

就醫迴避   4.20 (1.62)    .18***    .34***   −.19***    .19***

註：對角線數位為AVE平方根 ; * p < .05，** p < .01，*** p < .001。

結構方程模型和假設檢驗

基於良好的測量模型，本文進一步對結構模型進行檢驗。在納入

全部控制變量後，結構方程模型顯示，控制變量中僅有教育程度與因

變量就醫迴避呈現顯著關係（β = −.07，p < .05）。因此，為建立一個更

簡約的結構模型（parsimonious model），本研究剔除了控制變量和因變

量之間不顯著的關係路徑。最終的結構模型的擬合度良好：χ2（238） = 

661.225，p < .001，CFI = .95，TLI =. 94，RMSEA = .04，SMRI = 

.05。最終研究模型與標準化路徑係數見圖二。 

圖二　虛假信息接觸與就醫迴避模型與路徑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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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二所示，生育健康虛假信息接觸對公眾污名感知有顯著正向 

影響（β = .22，p < .001），支持了假設1。然而，生育健康虛假信息接觸

並未顯著預測自我效能（β = .05，p = .28），因此，假設2未得到支持。

此外，公眾污名感知顯著負向預測自我效能（β = −.20，p < .001），自我

效能繼而對就醫迴避產生負向影響（β = −.16，p < .001）。同時，公眾

污名感知顯著正向影響就醫迴避（β = .36，p < .001）。 

公眾污名感知和自我效能的中介效應

為驗證中介效應，本文採用Bootstrapping方法，以獲取中介路徑的

置信區間。如表三所示，在95%的置信區間下，虛假信息接觸通過公眾

污名感知影響自我效能的間接效應（假設3）為：B = −.027，SE = .008，
95%CI = [−.044，−.013]；虛假信息接觸通過公眾污名感知影響就醫迴避

的間接效應（假設4）為：B = .100，SE = .022，95% CI = [.059，.146]；

虛假信息接觸通過自我效能影響就醫迴避的間接效應（假設5）為：B =  

−.014，SE = .013，95%CI = [−.041，.008]；虛假信息接觸通過公眾污名

感知和自我效能的鏈式中介效應為：B = .011，SE = .004，95% CI = 

[.005， .020]。因而，假設3與假設4成立，假設5未得到支持。

表三　公眾污名感知和自我效能的中介效應

路徑 效應值（B）
Bootstrap
標準差

Bootstraping

Lower CI Upper CI

直接效應

虛假信息接觸就醫迴避 .173 .049 .080 .267

間接效應

虛假信息接觸公眾污名感知自我效能 −.027 .008 −.044 −.013

間接效應

虛假信息接觸公眾污名感知就醫迴避 .100 .022 .059 .146

間接效應

虛假信息接觸自我效能就醫迴避 −.014 .013 −.041 .008

間接效應

虛假信息接觸公眾污名感知自我效能
就醫迴避

.011 .004 .005 .020

總效應

虛假信息接觸就醫迴避 .269 .052 .168 .373

註：表格中B為非標準化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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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找到我」感知的調節效應

為探究「新聞找到我」感知的調節效應，本文首先對自變量和調節

效應進行了中心化處理（mean centering），並在自變量與調節效應之間

建立了交互項。如圖二所示，「新聞找到我」感知顯著調節了生育健康

虛假信息接觸與公眾污名感知之間的正向關係（β = .11，p < .01）。然

而，「新聞找到我」感知並未顯著調節生育健康虛假信息接觸與自我效

能之間的關係（β = .07，p = .08）。如圖三所示，相較於「新聞找到我」

感知較低的育齡女性，生育健康虛假信息接觸與公眾污名感知之間的

正向關係在「新聞找到我」感知較高的育齡女性中更為顯著。

圖三　「新聞找到我」感知對虛假信息接觸與公眾污名感知關係的調節作用

註：陰影部分表示95%置信區間。

公
眾
污
名
感
知

虛假信息接觸

「新聞找到我」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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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結果表明，「新聞找到我」感知顯著調節了公眾污名感知在

虛假信息接觸與就醫迴避之間的中介效應，即有調節的中介效應。如

表四所示，公眾污名感知的正向中介效應在「新聞找到我」感知取均

值：CI = [.055， .127]，和較高水平時顯著：CI = [.083， .182]。然而，

在「新聞找到我」感知較低的育齡女性中，公眾污名感知的中介效應不

再顯著：CI = [−.002， .101]。

表四　生育健康虛假信息接觸至就醫迴避有調節的中介效應

自變量 中介效應 調節效應： 
「新聞找到我」

感知

因變量： 就醫迴避

B SE Bootstrap 95% CI

LLCI ULCI

生育健康
虛假信息接觸

公眾污名 – 1 SD  .047 .026 −.002 .101

M  .089 .018   .055 .127

+ 1 SD  .130 .025   .083 .182

註：表格中B為非標準化係數。LLCI = 置信區間下限 ; ULCI = 置信區間上限。 

結論與討論

生育健康虛假信息通過強化公眾污名感知觸發就醫迴避 

本文聚焦生育健康語境，探究育齡女性虛假信息接觸對公眾污名

感知與自我效能的影響，同時考察「新聞找到我」感知在其間可能發揮

的調節作用。研究發現，儘管生育健康虛假信息接觸並未直接顯著影

響育齡女性對於管理自身生育健康方面的效能感，卻通過助長女性對

生育系統疾病的公眾污名感知，間接降低了其自我效能感。這一研究

結論凸顯了公眾污名感知在發揮虛假健康信息負面後效的關鍵作用，

與海內外在精神疾病和愛滋病等語境下的污名研究結論相吻合（廖思

穎、胥昕延、余欣欣，2022；Zeng et al., 2020）。具體到中國本土傳統

文化背景中，性保守主義、家庭依戀和父權觀念，使得性、生殖及相

關的性健康和生殖生育健康話題長期以來被視為文化禁忌（游瀾，
2021；Zhao & Basnyat, 2021），婦女，尤其是未婚年輕女性，常被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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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或羞於公開討論生殖生育話題（Dong et al., 2024; Liu, 2012）。女性

生育健康疾病也常常被隱匿在「沉默」的日常中，致使生育系統疾病被

神秘化與妖魔化，這或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生育健康虛假信息接觸對

公眾污名感知的強化。這種污名感知，更進一步地致使女性在面對生

育健康問題時產生自責、羞愧、自我否定和病恥感等負面情緒，形成

低自我評價和低自我效能。正如米德（George H. Mead）所指出的，在

社會化過程中，人們往往會吸收並內化社會對各種行為、事物和屬性

的評價標準，並以他所稱的「廣義他人」的形式將其相互整合（Mead, 

2015）。本文在這一理論框架的基礎上，進一步印證了在生育健康語境

中，虛假健康信息通過增強育齡女性的污名感知，加劇了污名化所導

致的自我認知的否定性傾向。

「新聞找到我」感知助長虛假健康信息對公眾污名的負面影響

更需警惕的是，上述虛假健康信息接觸對公眾污名的負面影響在

「新聞找到我」感知較高的育齡女性中更為明顯。持有「新聞找到我」感

知的個體主要傾向於依賴其社交網絡獲取日常信息。源於這種感知所

固有的被動式、邊緣式認知處理模式，該群體通常很少深思熟慮地評

估來自其同伴信息的準確性（Anspach, 2017; Gil de Zúñiga et al., 

2022）。因此，持有「新聞找到我」感知的個體更易被社交網絡中廣泛流

傳的、未經查證的不實信息所誤導，誤信其對生育健康議題的不當描

繪、錯誤引導和負面刻板印象，加劇公眾污名感知。值得指出的是，

如上述表四所示，在「新聞找到我」感知較低的育齡女性中，虛假健康

信息經由公眾污名對就醫迴避的負面作用不再顯著（CI = [−.002， 

.101]）。這一研究發現對未來相關健康政策宣導和健康促進帶來了積極

信號。鑒於此，在用戶層面，公共衛生機構和媒體平台應警示公眾在

算法驅動時代下，「新聞找到我」感知及其連帶的消極信息處理過程所

引致的負面認知效應與觀念偏差，增強數位素養教育，強化批判性思

維技能，鼓勵公眾積極地從專業信源獲取健康資訊，而非單純依賴平

台推送，使他們能夠獨立分析和評估信息的真實性與準確性。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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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在技術層面，各大社交媒體平台應基於用戶行為數據分析， 

利用算法推送適當比例的異質性信息，避免同質化信息過載引發認知

倦怠和錯誤觀念。

公眾污名感知和自我效能的鏈式中介作用

本文發現，虛假信息接觸一方面會通過加劇育齡女性對生育系統疾

病的污名感知阻礙女性的尋醫問診，另一方面會通過公眾污名感知引致

的低自我效能觸發就醫迴避，即公眾污名感知和自我效能的鏈式中介作

用。這一中介機制進一步揭示了外部污名被個體內化後所產生的負面

影響：女性可能會接受並內化這些公眾污名，形成低自我評價的自我污

名，導致自我效能削弱和就醫迴避行為。換句話說，本文的育齡女性

在處理有關生育健康方面的污名時，往往採取梅森巴赫（Rebecca J. 

Meisenbach）提出的污名應對理論（stigma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中的第一種策略，即「污名接受」（Meisenbach, 2010）。這與之前的研究

結果相符，「自我污名成為了公眾污名的延續」（陶鵬，2014）。這一發

現也為未來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即在有關女性生育健康的研究中，我們

不僅要考察公眾污名，還需重視公眾污名和自我污名之間的緊密關聯。

由此可見，生育健康領域的就醫迴避行為不僅是一項社會性議題，還可

能在社會壓力的作用下轉化為個體內在的心理障礙。

綜上所述，本研究表明，生育健康虛假信息對育齡女性就醫迴避

行為的影響並非直接產生，而是經由「公眾污名感知」與「自我效能感」

兩個心理機制所構成的鏈式中介路徑發揮作用，且此影響在「新聞找到

我」感知程度較高的群體中更為顯著。具體而言，虛假信息通過強化對

生育系統疾病的錯誤觀念與社會偏見，提升育齡女性對自身可能遭受

歧視的認知（如公眾污名感知），進一步削弱其在健康管理過程中的控

制感與自信心（如自我效能感），最終導致其產生延遲就醫、甚至拒絕

就醫的傾向。而當個體主要依賴社交網絡被動接收信息時（如「新聞找

到我」感知較強），此鏈條效應被進一步放大，對行為的負面影響更為

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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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啟示

上述發現揭示，單靠信息澄清或健康知識普及難以有效阻斷虛假

健康信息所帶來的行為後效。公共傳播與政策干預必須同時介入信息

環境、社會認知與個體心理三個層面，針對不同作用機制設計具體干

預措施。首先，針對虛假信息的傳播源頭，應強化公共教育與數位平

台之間的聯動治理。一方面，媒體與教育機構應致力於普及科學準確

的女性生殖生育健康知識，闡釋生育系統疾病的成因，祛除其所承載

的消極符號和負面隱喻，並糾正常見的誤解與迷思，引導公眾以科學

與理性的方式看待女性在生育健康上所面對的問題，避免污名思維泛

化。具體而言，公共教育平台可將最常見、傳播力強、影響女性醫療

決策的虛假說法（如「避孕藥導致不孕」、「性病等於不檢點」）加以分類

梳理，並結合醫學專業機構進行可視化、情境化的糾錯宣傳，協同母

嬰社群與健康類KOL共同對抗社交媒體中錯誤內容的擴散。另一方

面，平台端應善用算法，通過人工智能核查、標記及權重調整等方

式，優化推薦機制，將三甲醫院、衛生健康主管機關等具公信力機構

的內容設為健康類資訊的優先選項，並對頻繁發佈低可信度內容的帳

號設立風險提示或內容標章機制，以幫助低信息識別能力用戶做出快

速正確判斷。

其次，針對虛假信息所引發的公眾污名感知，應轉變媒體敘事方

式與公共話語體系。媒體從業者應避免使用帶有道德審判與恐懼色彩

的詞彙，例如將疾病與「濫交」、「不潔」等標籤聯繫，轉而構建科學、

中性、去神秘化的敘事語境。具體而言，可結合婦女節、健康日等節

點，於育齡女性常用應用程式與社群平台中推動「婦科病正常化」的敘

事策略，並引入公開就診經驗的正面女性典型，打破「沉默－羞恥」的

負向循環。更重要的是，應從文化根源層面破除女性僅被視為「母職承

擔者」的性別角色想像，提升女性在生育健康上的行動自主權與抉擇正

當性，降低其因違反社會期待而產生的羞愧與壓抑。

再次，針對個體自我效能感下降的風險，應通過系統性支持強化女

性的就醫行為能力與心理韌性。一方面，可設計「女性生育健康自信工

具包」，包括簡易就醫決策流程圖、問診對話指南、醫療資源導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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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女性在面對健康抉擇時的心理與認知門檻。社區或醫療機構亦可

設立「女性健康互助小組」，營造非評價性的互動空間，鼓勵經驗交流

與知識分享。另一方面，針對因疾病羞恥而產生的焦慮、自責與自我

貶損情緒，應提供專業心理支持服務。具體而言，基層醫療機構可主

動向有生育系統疾病史的女性發放「心理支持包」，內含簡明的污名應

對指南、心理諮詢熱線卡、病友互助群二維碼等，協助女性建立正向的

自我認同與社會支持網絡，進而增強其抵抗社會污名的內在韌性。

研究貢獻

其一，拓展了學界對虛假健康信息後效影響的理解。既有研究大

多聚焦於新冠肺炎相關虛假信息，並多從信息內容屬性（張帥，2021）、

傳播信源（吳世文、王一迪、鄭夏，2019）、以及傳播機制等角度（曾祥

敏、王孜，2019）考察其對公眾知識性認知的影響，但從傳播學視角探

析生育健康虛假信息接觸對公眾污名的潛在影響，還缺乏應有的學術關

注。考慮到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性別觀念和社會規訓，本文揭示了

育齡女性生育健康虛假信息接觸對強化其公眾污名感知的負面後果，以

及這種污名感知對育齡女性自我效能的深遠影響。本文以誕生於西方

文化背景下的修正標籤理論為基礎，延展並識別了適用於中國文化土壤

的污名化動因及其後效影響，拓展了污名研究的譜系。研究結論為理

解公眾污名感知的關鍵致因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也豐富了學界對虛假

健康信息傳播效果的學理探討。 

其二，豐富了關於就醫迴避形成機制與邊界條件的認識。現有就

醫迴避研究多集中於西方語境，儘管華人學者已開始關注就醫迴避現

象，但多從生理特徵（如症狀徵狀）和制度層面（如醫療保險）分析其迴

避成因，缺乏從中國本土社會文化情境和信息傳播視角探究其觸發就

醫迴避的底層作用機理。本文通過引入公眾污名和自我效能兩個關鍵

變量，揭示了生育健康虛假信息接觸通過增強污名感知和削弱自我效

能感，阻退育齡女性求醫行為的鏈式中介作用。此外，本文選取了算

法驅動時代塑造的「新聞找到我」感知，廓清了虛假健康信息視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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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醫迴避發生機理的邊界條件，進一步深化了學界對媒體使用與後續

健康觀念行為之間關聯性的情境化認知。

局限與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以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首先，儘管

本文的研究模型源於理論框架和實證依據，但由於橫截面數據天然的

局限性，模型變量之間的因果推斷還需後續實驗或縱向研究進一步確

證。其次，本研究雖從理論層面探討了公眾污名與自我污名之間的緊

密關聯，但未做進一步實證考察。未來研究可通過區分污名類別，如

公眾污名、自我污名、連帶污名和結構性污名，細緻考察虛假健康信

息與不同污名感知之間的關聯性及其連帶效應。此外，儘管本研究採

用虛假信息（misinformation）的廣義定義，即不區分生產者和傳播者的

動機，認為虛假信息是所有證實為假或不準確的信息的統稱（Suarez-

Lledo & Alvarez-Galvez, 2021; Tandoc et al., 2018）。然而，區分信息傳

播的意圖性對於探析污名化的形成及其消弭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論意

義。未來研究可進一步區分虛假信息（misinformation）與誤導信息

（disinformation）的污名化機制差異，並可結合深度訪談，探索它們對

污名感知的差異化影響以及蓄意操縱的誤導信息在生育健康污名化中

的獨特作用。再次，本文雖借鑑修正標籤理論，提出並驗證了虛假信

息通過加劇污名感知負面影響自我效能感知，進而引發就醫迴避的心

理機制，但並未探究這一作用機制在患病群體與非患病群體之間的差

異化表現。修正標籤理論關注患病群體的自我污名內化及其應對策略

（如保密、退縮、教育），但限於研究重點，本文尚未對上述確診患病

群體的應對策略展開考察。後續研究可結合質化研究，對不同污名群

體及其可能引發的差異化污名感知與應對策略進行深入探討，並考察

其與就醫迴避之間的關聯。最後，已有研究表明疾病風險認知、健康

素養和社會文化因素（如宿命論）會一定程度上影響就醫迴避行為

（Kannan & Veazie, 2014），未來研究如能將這些變量納入考量，相信會

對就醫迴避行為的複雜致因提供更為全面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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